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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模式在學校組織弔詭領導的應用 
—以阿多諾的「非同一性思維」深化 
並提昇「競值途徑」為例 

 

林耀堂* 

 

摘    要 
 

學校組織的領導者之重要性，在於其對組織的利弊影響遍及每一位成員，當

領導者面對組織中諸多對立性事實的存在，可藉由 Quinn「競值途徑」的平衡性

架構以分析並因應組織的弔詭領導之需求。但競值途徑的分析架構關於對立、矛

盾與弔詭「兩者兼顧」的論述，是屬於組織領導理論的本質性論述、抑或只是策

略性的方法媒介，則值得進一步省思。關於「兩者兼顧」是否為本質性論述的議

題，法蘭克福學派學者 Adorno 的「非同一性思維」則提出更深刻的反省與論述

基礎。本文嘗試以 Quinn「競值途徑」的平衡性架構，輔以 Adorno的「非同一性

思維」，建議學校組織的領導者處在對立與矛盾的情境時，可以從 either / or的排

斥性領導關係模式，提昇成為 both / and的含括性領導關係模式。 

 

關鍵字：競值途徑、非同一性思維、弔詭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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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模式在學校組織弔詭領導的應用  
—以阿多諾的「非同一性思維」深化 
並提昇「競值途徑」為例 

 

林耀堂* 

 

前    言 
 

學校組織「上－下」歸屬關係的領導模式，時常呈現既密切、又分離的弔詭

關係。由巨觀面觀察學校組織的領導模式當然有其絕對的劃分關係，因其職務緣

故，理當負起領導與管理的責任；另一方面，微觀地觀察學校組織中每一個人的

角色，其實無論是否實際擔任所謂的教育行政工作，卻都必須進行「某種程度」

的領導工作。個人在這些不同程度、不同等級的領導工作上，到底是以何種思維

方式去反思學校組織的領導工作？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在有關影響學校組

織領導的可能因素之研究，相關的研究大則從組織結構的背景、組成方式、運作

與發展情形來探討，小則回歸個人在組織領導上應該具備哪些基本及卓越的能

力。進而歸納出組織的文化、領導風格與特質、組織的結構、組織的策略、組織

的執行力等，都可能是影響學校組織領導順利進行的因素。 

上述研究的思考邏輯假設著：如果領導者一方面能夠明白組織結構的特性，

另一方面又擁有、並學習足夠的能力與技巧，領導工作便可以無往不利。但現實

情境卻不如此，因為即使組織的特性有其長期一致性，但總是有學習不完的領導

能力與技巧。這就是為何社會科學領域的實務工作者（practitioners）常會感到理

論研究的「實證發現」（empirical findings）對其「實務」（practice）的改善並無

太大幫助的喟嘆；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打破將實證發現的結果一體化、普遍化、

去歷史化、去脈絡化地運用於所有組織的迷思。上述都是以往組織領導理論研究

的不足之處，主要癥結點就是忽略了領導者的思維模式對其個人與整個組織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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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影響。 

本文的目的並不預期提供學校組織領導者一份領導實務指南。一來沒有必

要，學校組織的個別差異性是主要原因；二來也不可能，因為學校組織的領導事

務涵蓋有形與無形諸多層面，千頭萬緒難免掛一漏萬。本文嘗試回到根源，探討

個人的思維模式如何影響他在組織中的領導方式，首先以 Quinn 的「競值途徑」

（competing values approach）為架構，論述組織在多項層面均充斥著弔詭的現

象，這也是領導者必須首先確認的實務脈絡。其次，輔以法蘭克福學派學者阿多

諾（T. Adorno, 1903~1969）的「非同一性思維」模式進一步指出：主體對外在客

體的認識與知識之獲得，原本就是在一種「已經開始、卻未完成」的弔詭狀態。

阿多諾的知識論在西洋哲學史上，有別於黑格爾式以「絕對精神」為終點的靜態

辯證法；反之，阿多諾在追求知識的方法論上強調一種開放的、動態的、持續進

行的「否定辯證法」。身為猶太裔德國人的阿多諾關於「非同一性思維」的見解，

與美籍學者 Quinn的「競值途徑」觀點，不免予人一種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驚

嘆。這也是本文讓兩位學者進行「對話」的嘗試；藉此對話，作者更肯定組織中

的弔詭現象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合理的。尤其當組織處在轉型過程時，領導者的

非同一性思維模式更是其創新能力的來源。雖然非同一性思維模式的目的不在建

立組織的實務領導指南，但卻深深影響組織中領導者行為的意識底層之思維運

作，其影響層面雖不易被察覺，但卻在其行動中自然地表露無遺。 

 

壹、Quinn的競值領導思維及其困境 
 

一、競值途徑的含意 

弔詭（paradox）一詞是具有似非而是的意涵；para有對抗的意義，而 doxos

則有透過矛盾、對立來獲取智慧與常識的意思（Thompson, 1988, pp.131）。因此

弔詭具有透過矛盾、對立的對抗，以獲取智慧的意義；智慧藏諸於矛盾、對立的

深層，必須透過矛盾、對立對抗的領悟而得。有鑑於此，智慧與常識是植基於幾

個原則的產物：（一）每一個真理的另一個對立面也是真理；（二）而且每一個真

理皆有對立面；因此，（三）每個現象僅用一面去看它，僅能觀察到一半的真理；

（四）故運用整體的觀點探索矛盾、對立的情境，方能建構深度的真理（黃乃熒，

民 89）。也就是說領導者對組織的矛盾與對立之現象，如何進行互補與動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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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領導，成為探索真理的最重要原則，此即組織的弔詭領導之重要意義。 

一般而言，學校組織的目標通常包含中介目標與終極目標，以中介目標而

言，Quinn（1988, pp.44-65）所提出的組織競值途徑模式，可用來解釋學校如何

經由中介目標達到本身的終極目標。Quinn 在組織競值途徑模式中運用兩個向

度：分權與集權、內在與外在，作為組織的資訊處理方法，進而建構一個目標模

式，包括四組矛盾、對立的目標或八個目標。此中介目標分別為：調適能力與穩

定能力；資訊習得能力與資訊管理能力；人力資源擴展能力與目標設定（計劃）

能力；凝聚力與效率。競值途徑的每一組配對目標，彼此之間又都是呈現弔詭的

關係（參閱圖 1）。 

 

                              趨向分權化、分化 

 

                重視人力資源與訓練         調適、準備 

                                  變   彈            支持成長 

            成員內聚力            化   性 

                                               

   趨向社會技術         內部                    外部     趨向整體系統 

   系統的維持           微觀                    鉅觀     的競爭位置 

 

               科層管理           秩   控            工作效率 

                                  序   制 

 

                     穩定控制              目標設定 

 

                              趨向集權化、整合 

圖 1  組織的競值類型 
資料來源：Beyond rational management (p. 48) by R. S. Quinn (1988).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二、競值途徑關於組織領導的思維 

Quinn 以競值途徑為架構，整合文獻上關於領導的三個主題（領導的行為、

人群關係模式 開放系統模式 

內部過程模式 理性目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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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的特徵、領導的影響模式），指出面對組織的弔詭現象，領導者如何以四種

型式的領導風格──理性的成功者（rational achiever）與存在式團隊的建立者

（existential team builder）；經驗性的專家（empirical expert）與理想主義的帶領者

（idealistic prime mover）──來因應（Quinn & Hall, 1983）。茲分別以領導者的

角色、組織文化、及領導者如何引領組織的轉型予以論述如下。 

（一）組織領導角色的四種型式 
首先，組織中理性的成功者傾向於接受短期間與高確定性，以理性主義為基

礎，運用理性的資訊獲得型態，扮演指導者與生產者的角色；相對地，存在式團

隊的建立者則傾向於接受長期間與低確定性，以存在主義為基礎，運用共識性的

資訊獲得型態，扮演良師（mentor）與團體的促進者之角色。其次，經驗性的專

家傾向於接受長期間與高確定性，以經驗主義為基礎，運用階層性資訊獲得型

態，扮演內在的監督者與協調者；相對地，理想主義的帶領者則傾向於接受短時

間與低確定性，以理想主義為基礎，運用發展性或適應性的資訊獲得型態，扮演

創新者與突破者的角色（參閱圖 2）。 

 

  趨向回應、開放領導 

                        良 師         創新者 

       趨向體恤                    彈                趨向創新、冒險 

                 輔助者            性        突破者 

                              

趨向小組         內部的                外部的        趨向動態 

  合作領導                                              競爭領導 

                    長程的                 短程的 

                  監督者                     生產者 

                                   控 

                         協調者    制   指導者 

      趨向保守                                   趨向績效、目標導向 

                        趨向結構化、正式化領導 

圖 2  競值途徑的領導角色 
資料來源：Beyond rational management (p. 86) by R. S. Quinn (1988).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人群關係模式 開放系統模式 

內部過程模式 理性目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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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文化的四種型式 
是否有理論可一致地呈現並分析組織中的各項關係？而該理論關於對立性

的問題，又應具備哪些條件？Quinn and McGrath（1985）還是以競值途徑的架構

論述這種理論的領導者，如何幫組織從適應（ fit）的階段過渡到一致性

（congruence）的階段、如何從非一致性（incongruence）的階段過渡到超越性

（transcendence）的階段。在競值途徑的架構中，Quinn and McGrath從適應的概

念轉向一致性與非一性的概念，因為他們區別了四種環境的型式、四種文化的型

式、以及四種領導者的型式，建構出四種組織型式。舉例而言，當確定性極低、

且須立即行動時，最一致的組織型式就是發展性文化，且最適合的領導者或決策

者就是理想主義的帶領者（參閱表 1）。 

表 1 適應或一致性的四種組織型式 

組織環境的條件          組織的文化與型式       領導風格 

確定性極低， 
須立即行動 

發展性的文化 理想主義的帶領者 
（創新者與突破者） 

確定性極高， 
須立即行動 

理性化的文化 
（市場） 

理性的成功者 
（指導者與生產者） 

確定性極高， 
不須立即行動 

階層性的文化 
（階層制度） 

經驗性的專家 
（監督者與協調者） 

確定性極低， 
不須立即行動 

共識性的文化 
（集團） 

存在式團隊的建立者 
（良師與輔助者） 

資料來源：The transformation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s: a competing values 
perspective by R. E. Quinn and Michael R. McGrath (1985) In Peter J. Frost et al. 
(Ed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p.330).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上述四種組織型式必須注意動態性與靜態性的描述，以第三種組織型式為

例，在確定性極高、不需立即行動，階層的形式（或文化）與經驗性的專家等條

件中，Quinn and McGrath會建議以一種靜態性的組織體系去因應。反之，在第一

種確定性極低、需立即行動，發展性的文化、理想主義的帶領者等條件下，會建

議以一個非常動態且快速變化的組織體系去對應。同時也提供論述非一致性的極

端狀況，例如不一致的情形會發生於像經驗性的專家去領導發展性文化的組織、

理想主義的帶領者去領導階層性文化的組織、存在式團隊的建立者去領導市場性

文化的組織、或理性的成功者去領導共識性文化的組織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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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競值領導使組織由非一致性過渡到超越性 
Van de Ven認為組織是以一種快步伐、且不斷變化的力量在互動（Van de Ven, 

1983）。在真實情境裡，競值途徑的四種組織體系就是彼此滲透的；至於領導者

如何確認組織的非一致性，需要的就是弔詭領導的超越性能力。超越的意思就像

是「內在洞察力」（interpenetration）（Munch, 1982），與「雙迴圈學習」（double-loop 

learning）（Argyris & Schon, 1978）的概念。超越在思維層面，是以「傑努士」

（Janusian）思維模式（Rothenberg, 1979）面對矛盾的能力，超越個人分裂中的

創造之傾向、進而看到對立性事物的合一性、並能突破且將對立性因素重新架構

（reframe）起來。在物理學層面，超越則意指兩種或更多的因素表現出最大的個

別性能力，同時達到最大的解釋能力，最終，其顯現的共同能力則超過了原有的

能力。 

超越其實是進化式循環的一種位置，組織的超越是解決一些對立與矛盾的方

法，並且許多力量得以被釋放出來。由一些新興的組織在其初期階段的努力可觀

察出來，在此階段中組織的創新力、使命感與集體性意識都深具意義（Quinn & 

Cameron, 1983）。所以，個人願意對組織表現出強烈的承諾、並且花較長時間在

自己的工作上；有趣的是，此情形並不會無限制地持續下去，久而久之，深具活

力的組織也會逐漸成為形式化。 

超越雖然帶動組織動態成長的結果，但其擴張過程卻孕育了收斂、形式化與

例行公事化的種子（Quinn & Anderson, 1984）。例如，一個組織經過形式化的過

程，其發展性文化變成一種階層性的文化，此形式化發展過程通常被視為負面的

結果，因為形式化是要被組織拒絕的（Lodahl & Mitchell, 1980）。但對強調超越

的領導者而言，則視為一個自然的發展過程，形式化只是組織在進化過程的一個

不同階段。 

弔詭領導特別強調組織辯證發展的觀點，領導者在自我反省、人際的社會互

動與解決問題的分裂中，不斷創造新的可能性；為避免執著於對立分裂中的某一

觀點、規範與價值，領導者又得時時超越現有的觀點、規範與價值。此即康德「超

越哲學」對於個人獲得知識的見解：「知識起源於人類的經驗，但卻不停止於人

類的經驗。」 

三、領導者的弔詭領導 

領導者在思考組織現有文化與外在社會文化的互動關係時，有時會強調外在

文化對組織的宰制、有時卻又注重組織本身的完美型態，但也有採取組織文化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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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觀點（Quinn & McGrath, 1985）。此觀點強調動態性張力的關係，其特徵充滿

諸多弔詭與對立的關係（獲得知識的過程、領導的角色、組織的目標、組織的效

能等），而引導組織涵蓋的多元相關因素進行轉型。 

當思考組織文化如何建構時，組織文化的轉型現象會特別受重視；尤其是組

織的對立性、張力與矛盾所帶來的轉型需求。Van de Ven即認為藉由組織的弔詭

事實來發展學校組織理論，有助於學校組織的行政效率（Ford & Backoff, 1988）。

Van de Ven認為一些行政管理的理論，通常不考慮組織的弔詭現象，為了理論的

內在一致性，一些理論家甚至傾向將弔詭與矛盾的現象予以消除。因此，Van de 

Ven 主張組織需要一個動態性的理論，將人視為緊密連結的社會系統中之複雜行

動者，得同時面對組織的穩定性與改變之需求，才能設想人類系統中固有的張力

與衝突。Quinn and McGrath（1985）也贊成 Van de Ven的觀點，因為組織的確需

要能同時解釋穩定性與改變的理論、且可以處理對立性的觀點，同時又能包含複

雜性的個人、緊密連結的社會體系、與轉型的領導等。 

領導者採取對立與矛盾的思考，的確不是自然的傾向，它需要「反直觀」

（counterintuitive）的過程。無論是實務工作者或理論家，人的思考自然傾向於「分

裂中的創造（schismogenic）」（Bateson, 1979）。意謂個人在思考矛盾、對立的情

境一開始就是分裂了，而且在面對矛盾、對立的情境時，會採取兩擇一的方式；

選擇對立一方的立場，當作思考問題的基礎（黃乃熒，民 89）。因此若以分裂式

的弔詭領導方式，面對學校組織中對立、矛盾的價值與原則（例如：內在與外在，

集中與分權）時，領導者會認為每一個面向的價值或原則，與對立的另一面向的

價值或原則，彼此會產生互相排斥的關係，而且會選擇對立價值中的某一個做為

解決學校問題的基礎。為 Bateson（1979）而言，這意指個人的意識性行動，總

有一些觀念及關係在進行不斷的分裂與成長。 

分裂式的學校組織弔詭領導方式，很可能造成理解學校組織領導問題的偏

見。Quinn（1988）即認為分裂式的學校弔詭領導方式，無法了解組織中矛盾與

對立的不可避免性，也無法從矛盾與對立的情境，進而探索並建構有創意的事

實，因此學校組織領導的解決問題能力將相當受限。Quinn 更認為學校組織的領

導者，在實現學校目標的過程中傾向以個人的意志面對組織外在的脈絡，而不是

把自己置身在脈絡當中。因此學校組織中對於矛盾與對立情境的詮釋，常會因領

導者的個人思維而受到扭曲，因而影響了學校組織的革新。江岷欽（民 84）即批

判現代的行政決策行為，常忽略研究融合兩個對立的價值或立場的分析，這種排

除對立價值或立場中一個的決策行為，導致學校行政的決策機制缺乏反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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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式的學校組織領導，其實受限於對立關係的某一立場，導致學校領導在

處理問題時流於「非此即彼」（either or）的固定化模式、卻不知變通的可能性。

亦即分裂式的弔詭領導方式，無法有效處理學校組織的矛盾與對立情境或價值衝

突，以建構有助於回應環境的回饋系統（Harmon, 1995），所以無法正確理解事實，

而且也會陷入「雙重束縛」診斷的問題（Bateson, 1972），學校解決問題的能力因

而不足。雙重束縛的溝通會堅守矛盾、對立的某一方，矛盾、對立的另一方則受

其僵化的立場束縛，而導致矛盾、對立的雙方，無法促進彼此相互檢證的可能，

因此理解學校組織問題的資訊會受限於既有的觀點，失去了創新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Rothenberg（1979）提出的「傑努士」思維模式則與「分裂中的

創造」思維模式相反。在一項關於創造力的研究中，Rothenberg發現心靈上「傑

努士」（Janusian）思維的洞見，通常帶來藝術、文學、音樂與科學領域的重要性

跨越。Janus原是一位古羅馬的門戶守護神，他同時注視相反的方向，「傑努士」

思維代表一個複雜的過程中，兩個表面上對立的想法或概念被視為同等地運作。

它包含同時存在的對立面事物之衍生，以及相反性事物的整合。以愛因斯坦觀察

一個掉落時的物體為例，同時兼具掉落物體的運動與靜止狀態，進而提出「相對

論」，即是一種「傑努士」思維模式的運用。 

「傑努士」思維模式提供心理層面對立的解決方法，此思維模式會帶來後續

更強的生產能力，如此形成的新整體（new whole），比原先所有部分的總和來得

更廣大。Quinn and McGrath（1985）也認為「傑努士」思維鼓勵我們將矛盾的

（paradoxical）現象與線性的（linear）現象等同視之，且同時注意組織的轉型與

平衡，它能幫助我們同時兼顧一組對立性的概念之需要。所以，領導者面對弔詭

的情境，必須超越線性思維的分析，維持並重視「傑努士」思維模式。此思維模

式也是競值途徑架構的基礎，且被廣泛運用在組織效能（Quinn & Hall, 1983）、

組織變化（Quinn & Cameron, 1983）、組織文化（Quinn & Kimberly, 1984）與組

織決定（Quinn & Anderson, 1984）上等研究。 

學校領導者在社會化過程中通常傾向於維持現狀；但事實上，學校領導者的

自我預備過程如果沒有發生明顯的改變，那麼期望學校組織能有大程度的轉型也

就無從發生，此正是學校領導者與學校組織之間的弔詭之處（Zulmara Cline & 

Juan Necochea, 2000）。 

四、領導者重新建構自我的創新能力 

學校組織需要有自己的原則，以整合成為一個團體；但同時也需要一些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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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想法。在學校組織裡，整合的原則與創意的想法都是領導者成功型塑未來的

社會化效應之主要因素（Hart, 1993, pp.15）。以當前學校組織的革新為例，大家

都希望見到精力充沛的領導者，徹底地重新建構現有的學校組織體系。Zulmara 

Cline and Juan Necochea（2000）則認為，學校行政人員的經驗與其社會化過程，

採取維持現狀的作法似乎比轉型式的領導，更能獲得組織成員順從、穩定與滿足

的回饋。Murphy and Beck（1994）提到學校組織這種維持現狀或創新轉型的弔詭

現象時便說： 

當我們邁向二十一世紀時，教育行政人員--尤其是服務於公立部門的教育

行政人員，必須面對一種互相對立要求的特殊角色。一方面被期待要主動

地戮力於組織的轉型、重新建構，並對學校與轉型過程所涉及的人員重新

定義；另一方面，他們在組織中的地位與其歷史傳統所強調的因素，卻又

要求他們拒絕改變、且維持既有的穩定性（Murphy and Beck, 1994, pp.3）。 

論及學校革新的文獻指出，具有創新力的領導者對於組織轉型是否會發生的

必要性，都傾向於打破維持現狀的傳統性規則（Akerlund, 1988; Johns  &  Moser, 

1989; Barth, 1990; Bennis, 1990; Sarason, 1991; Ellis & Cronshaw, 1992）。至於個人

與組織的社會化過程，文獻描述那是個人將與其相關團體之現存規範、價值觀與

行動予以內在化的過程（Valverde, 1980; Marshall, 1992, Hart, 1993）。事實上，對

許多學校領導者而言，目前的社會化過程並無法與期待他扮演多元性角色的原則

相一致，而必須主張要成為一個有願景的領導者時，其主要角色即是促進現存的

體系與結構轉型成為一個新的組織秩序。誠如Milstein（1993）主張說： 

任何一位觀察者，對於過去十年來的改革場景，都必須瞭解學校範疇的改

變與進步，因為在未來的世代，對我們的學校體系而言，代表一個重要的、

且毫無先例的挑戰。此挑戰要求強力與創造性的領導，亦即要求我們重新

思考一位學校組織的領導者應該如何自我預備的過程(Milstein, 1993, 

pp.vii）？ 

既然學校領導者在自我預備過程的社會化概念需要重新建構，學習多元性的

領導角色就是一項重要的工作，這也是競值途徑架構可以提供的貢獻。如此一

來，政策制訂者、研究人員與實務工作者都需要建立一個系統性的合作關係。 

從競值途徑架構的弔詭意義得知，組織中的弔詭現象具有透過矛盾、對立活

動的揭露，進一步深化知識與智慧的意思。因此學校的諸多弔詭現象若能夠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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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的領導，將有助於領導者解決學校的問題，而領導者自我的思維模式乃是學

校組織弔詭領導的重要方法。Cameron曾經強調學校弔詭管理如果以自我意識為

本，能夠促進反省力、重建典章制度與增進問題的解決(Cameron, 1986）。因此學

校弔詭領導的目的在從矛盾與對立的衝突之下，達到理解真理的目的，進而增進

解決學校問題的可能，此可能性就是基於對立衝突的一個立場或調和的立場（黃

乃熒，民 89）。所以學校組織的弔詭領導是具有主導性的，通常區分為「非此即

彼」（either or）與「兩者兼顧」（both and）兩種領導導向；而且「非此即彼」與

「兩者兼顧」的學校弔詭領導導向，將帶來不同的領導方式，對於學校的運作產

生不同的影響，競值途徑的分析架構就在強調組織中兼顧對立兩者的弔詭領導模

式。 

五、競值途徑領導模式的困境 

競值途徑的不足之處之根本理由，在其對立、矛盾與弔詭「兩者兼顧」的論

述，是屬於組織領導理論的本質性論述、抑或只是策略性的方法媒介？若「兩者

兼顧」是本質性的論述，那它勢必得克服下列問題：領導者一般習慣傾向於一致

性「非此即彼」的領導方式；再者個人一般習慣於有一個清楚、具體的認同對象。

以學校組織領導為例，理論上領導者可以在人群關係模式與理性目標模式的不同

情境，分別扮演「良師」與「指導者」的角色；但事實情境中，領導者本身還是

習慣於以個別單一的角色自居、且被領導者更容易對領導者貼上單一角色的標

籤，無法思及領導者的雙重角色。關於「兩者兼顧」是否為本質性論述的議題，

阿多諾的「非同一性思維」模式，可用以連結個人思維如何深化競值架構理論的

基礎，且在邏輯性與事實性的論述，提供領導者突破一般思維方式的「觀念導引

與促進」的功能，提供弔詭領導更深刻的反省與論述基礎。 

其次，假使「兩者兼顧」的弔詭領導導向，只是組織領導的過渡性策略，亦

即「兩者兼顧」的弔詭領導模式只是組織領導的手段之一，那麼以後現代的企業

管理論述加以說明則易於明白。李英明（民 92）認為後現代的企業管理不再是封

閉式的管理，而是一種開放式的、人性化的管理，企業運作的正當性，不再被奠

定在一種大一統的╱單一的行政基礎上，不再相信單一的、大一統的理性存在，

而允許部門之間或不同部門之間的子企業可以有理性機制的設計，根據各自特殊

的文化氛圍來設計（李英明，民 92，頁 136）。 

因此，競值架構途徑理論中「兩者兼顧」的論述，可說是組織弔詭領導的手

段性策略，它乃是針對個別組織的文化差異而言，而非奠定在大一統的官僚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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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之設計上。官僚行政結構的設計，體現的是一種「非此即彼」的合理性設計，

而組織領導「兩者兼顧」的核心理念則是一種組織的文化多元主義之設計與實

踐。但是為了彌補領導者習慣傾向於一致性「非此即彼」的領導方式，則得藉助

非同一性思維模式對組織領導者思維上的啟蒙。 

 

貳、阿多諾的非同一性思維突破 
Quinn競值領導思維的困境 

 

遠自希臘哲學時期的伊里亞學派（The Eleatic School）就主張變化和運動是

不可設想的，萬物的原理必定是常住的、不動的、永不變化的。該學派的巴美尼

底斯（Parmenides）認為：思想與存有者是一致的，凡是不能思想的，便不能存

有；而凡是不能存有的，也就不能思想。因此，思想與存有者是同一的，凡是可

以思想的，也就有其存有者（Thilly, 1959, pp.37）。這就是「同一哲學」（philosophy 

of identity）典範的起源。 

一、個人的三種思維模式 

以事物的定義為例，定義意味著某種客觀的東西，不管它實質上可能是什

麼，都只是借助於一個固定的概念而被主觀地掌握。因此，要確定它們的意義，

就得要反思由於概念的伸縮性緣故，而被定義刪去的部分內涵（Adorno, 1978, 

pp.498）。這也是競值途徑為何強調組織系統得兼顧對立與矛盾的平衡性。 

    照阿多諾的觀點，人有三種思維模式：同一性思維模式、理想的同一性思維

模式、和非同一性思維模式（Rose, 1978, pp.44-46）。同一性思維模式是指使用一

個概念，表達概念意指的所有特殊性，這是在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建立關係的思

維模式。其次，阿多諾指出，客體的一切理想性存在情況，就是同一性思維的烏

托邦；所以，同一性思維中的客體，若具有它在理想狀態下所有的特性，就是理

想的同一性思維模式。 

雖然習以為常的同一性思維模式，隱含著概念就是合理地同一於它的客體；

但概念有時並不完全等同於真實的客體，個人如果能知覺到這方面的意識，就是

非同一性思維模式、或否定的辯證模式。Adorno（1973）認為：每一個概念的決

定性不足，都使它有必要進一步引用別的概念（Adorno, 1973, pp.53）。因此，在

現代哲學中，「同一性」一詞有幾種意思：首先，它標誌著個人意識的統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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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我」在它的所有經驗中都是同樣的；其次，同一性還意指在一切合理的本

質上「合法」之同一性，即邏輯的普遍性思想；第三，同一性標誌著個別思想對

象與自身的等同，例如：A = A；最後，在認識論上，它意指主體和客體彼此是和

諧一致的（Adorno, 1973, pp.142）。 

但自從理性主義明顯劃分心、物二元以來，企圖追求清晰明瞭的概念之預

設，便將世界給數學化（mathematized）了，並且使思維和數學混在一起，數學

的程序成為個人思維的儀式（Horkheimer & Adorno, 1972, pp.25）。數學化的程序

使動態的思維變成靜態的事物與一種工具；於是人的思維成了公式化的機械運作

過程，思維機械化的結果，同時導致思維主體的機械化，反而容易喪失自我反思

的能力。 

二、非同一性思維幫助領導者的意識解放 

阿多諾並不贊同思想可被精簡成一系列明白無誤、直截了當的命題，而不受

表達模式和語言的影響（李健鴻，民 81）。但傳統的思維模式卻一味地忽視個人

思維的動態性與複雜性，將同一性思維模式當成認識過程的目的，想要藉此簡化

認識過程的不確定性因素，甚至將不確定性的對立與矛盾直接剔除。 

阿多諾認為思維的可能性，在於它別於固有的典範思維模式。關於非同一性

思維的認知，是在一種比較廣的範圍、且以一種不同於同一性思維的模式來探討

知識。西洋哲學史的發展，就錯在企圖以同一性思維模式，涵蓋充滿諸多差異性

與複雜性的事實整體（Adorno, 1978, pp.43）。 

以非同一性思維模式進行反思時，事物是它尚未是的樣子（to be what it is not 

yet），此關連著同一性思維模式的突破，在哲學傳統中，有一個表達這種突破的

詞，就是「觀念」（Adorno, 1978, pp.46）。觀念不是空洞的聲音，而是一種「否定」

的記號，觀念介於希望事物所是的樣子、和它們實際上所是的樣子之間。非同一

性思維模式的基本精神，強調主體在認識過程中，分類只是認識的條件、但不是

認識本身，並且認識會一再地突破分類（Horkheimer & Adorno, 1972, pp.220），而

同一性思維模式的缺陷，在於將分類當成認識本身，且冀望完成認識的所有分類

工作。 

非同一性思維模式的基本精神是在認識過程中，主體方面持續的否定與提昇

之行動。雖然，阿多諾將此思維模式運用於哲學理論及社會學理論的反省與批

判，但我們若將此思維模式對照競值途徑的架構進行反思，更能深化組織中弔詭

領導的理論基礎。因為，領導者的本質既然要兼顧組織的矛盾與對立，就得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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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涉領導者如何思維矛盾與對立的內容、處理方法與結果。弔詭領導就是領導者

運用非同一性思維模式，看待組織中各種矛盾與對立的事項；亦即，弔詭領導是

領導者在持續否定與提昇的行動中，成為一個整合的領導者之方法與過程。 

三、非同一性思維對領導者的觀點 

雖然非同一性思維模式給人一種懸而未決的感覺，但正因此懸而未決之特

性，才能將思想提昇至其不可表達性（Adorno, 1973, pp.110）。此亦即競值途徑兼

顧組織中對立與矛盾雙方的用意，才得以暫時提供對立與矛盾懸而未決的空間，

因此，非同一性思維模式就是一種「否定辯證法」，它不只是個人的一種思維模

式，更帶來個人意識層面的解放，此解放幅度是廣泛的，包含思想與行動等層面，

使人不預期建立一套完美兼備的理性化領導模式。對阿多諾而言，或許理性化程

度越強，隨之而來極權式的領導體系也會越強，領導者會習以為常用同一性思維

模式看待組織的多元事實，這也是 Quinn（1988）為何一再強調有關組織中各個

層面的分析，一定要「超越」理性化的領導模式之原因。 

非同一性思維模式既不同於同一性思維模式以建立體系為目的，當然也不打

算使其理論本身體系化；阿多諾的「理論觀」說明了：理論的非體系並不等於它

的非邏輯性、甚至是反邏輯性。阿多諾的理論雖然沒有「體系」，但基本觀點是

前後一貫的，並含有嚴謹的邏輯性，其邏輯性正是他一貫的反體系（高宣揚，民

80）。這個反體系的「理論觀」之基本內容就是：歷史本是活生生的事物發展過

程，它包含多元性的總體發展，但此發展卻不能按既定目的進行，更不會達到一

個靜止的、最後的目的。所以，領導者對真理的探求要找尋符合事物的多元可能

性，為阿多諾而言，真理就是由領導者在歷史中的實踐所確定。 

就邏輯性的理論思考而言，非同一性思維擴大了「真理」的外延範圍，不再

僅止於同一性思維的內涵；就看待事實性的多元現象而言，非同一性思維啟發領

導者除了對於現狀感到心滿意足之際，面對組織未來的發展則抱持著更大的開放

性。 

 

參、非同一性思維在競值領導的應用途徑 
 

阿多諾試圖在精神與物質、主體與客體、實踐與理論等兩個對立物之間，尋

找一種類似相對主義的協調方式，避免因為絕對主義式的思維而產生思想和理論



 思維模式在學校組織弔詭領導的應用—以阿多諾的「非同一性思維」深化並提昇「競值途徑」為例 145

僵化的危險。阿多諾強調主體與客體之間「永無止境的相互作用」，反對絕對一

元論的概念時，以「否定的辯證法」表示反對絕對主義的同一性（高宣揚，民 80，

頁 95）。這種「永遠否定」的決心和基本精神，正是非同一性思維模式、競值途

徑理論架構與「傑努士」思維模式始終堅持的精神。辯證地察看個人思維的力量，

正是不斷消除同一性的現象；而非同一性思維模式的真諦，就在它的「同一」恰

好不僅止於同一性思維模式、而且也不同於同一性思維模式。 

    依此觀點，領導者在學校組織中未必永遠處於主體的地位，他可能也會處於

客體的位置。領導者在學校組織中依個別情況分別立於主體或客體的位置之啟

示，及其持守非同一性思維模式之下，讓領導者面對學校組織的弔詭領導可以有

下列的因應策略。 

一、不幻想「大一統」的學校組織行政模式 

就如阿多諾不像傳統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企圖以巨型理論涵蓋多元事實的

雄心壯志，非同一性思維模式對生活脈絡的「可能性」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尤

其面對學校組織的弔詭與對立事項時，通常牽涉的是教育的理想、教育的規範、

教育的目標等價值性議題。學校領導者若能突破自己可以統包一切、詮釋一切學

校組織的多元事實之迷思，開放地接受矛盾與對立的「存在」，再從中梳理出弔

詭領導的方法，避免一開始即否定矛盾與對立的存在價值，其實有助於學校組織

的改變與創新。 

二、強調多元性的方法：目標（目的）只有一個，方法卻可以
很多 

非同一性思維模式既對組織脈絡的多元性事實抱持開放態度，就如競值途徑

架構的理論一般，領導者針對個別面向、個別特點都能意識到其對立面特徵，就

像「傑努士」思維模式一般，領導者在複雜的思維過程中，表面上對立的想法或

概念為他都是同等地運作，並包含同時存在的對立面事物之衍生，以及矛盾性事

物的整合。為此，學校組織中個別性的事實以個別化的方法處理，並兼顧反向對

立面的思維，才能常保弔詭領導的開放性方法之運用。 

三、否定辯證的過程帶來決策的正當性 

非同一性思維模式不強調個人與組織急於找尋「同一」的對象之必要性，反

之卻強調對目前同一性對象的否定與批判，以促進個人意識與學校組織意識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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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此作法有助於領導者在思維個人與組織的弔詭及對立現況時，不以現狀為滿

足，持續否定辯證的過程打破對現階段同一性對象的執著，提昇個人與組織層面

做決策時向新的可能性開放，以強化決策的正當性。 

四、非同一性思維適足以面對學校行政歷程的不確定性特質 

Cohen and March（1974）發現學校行政運作歷程具有許多模糊和無法確切控

制的鬆散組合情況，猶如一種「組織的無政府狀態（organized anarchy）」。亦即學

校表面上看起來雖有組織或規律，但事實運作卻充滿混亂和不可預測性（黃宗

顯，民 88）。Weick（1976）的「學校組織即鬆散的組合系統」理論，則以鬆散組

合來描述學校組織系統間運作的不緊密連續和不確定性，他將鬆散組合的意義界

定為「各因素間彼此互有反應（responsive），但又保有分離（separateness）和自

己的身份之情況（Weick, 1976, pp.3）。」這些理論都說明了「不確定性」是學校

組織實際行政歷程的一項特質，有關不確定性的瞭解、因應與管理，對實際從事

學校行政的領導人員，便顯得特別重要。黃宗顯（民 88）提出以科學性對話、創

意性對話、協商性對話、契約性對話及反省（解構）性對話五種不同策略，因應

學校組織行政不確定性的權變策略架構。而非同一性思維模式在領導者付諸行動

之前，對其思維層面的幫助，適足以進一步提供領導人員一方面在心理上坦然接

受學校行政歷程不確定性的事實；其次，又能否定現狀的不確定性，採取有效措

施以因應弔詭領導的不確定性。 

五、非同一性思維強調新價值觀的創造 

非同一性思維不斷提昇個人的微觀實踐與學校組織的巨觀實踐，兩者都促進

學校組織在各項政策擬定、策略執行與成效評鑑上，總有否定現狀追求其它創新

的可能性。例如學校組織以往基於人力資源養成的需要，普遍追求成績至上的教

育價值觀，逐漸轉向重視個別學生的差異化，開始強調培養學生多元智能的教育

價值觀。非同一性思維模式有無可能主張「弔詭教育」的價值觀，亦即個人在接

受教育歷程同樣充滿諸多對立與弔詭的現象，且不只存在於學校組織的人員結構

中，其它諸如課程內容、教學方式與課外活動等，都充滿了對立與矛盾的現象。

非同一性思維肯定即使關於教育的目標、教育的規範與實踐等價值觀的論述，都

接受其對立性與矛盾性的表述，而在長期的教育歷程中持續的否定及肯定，以尋

求創造新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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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非同一性思維兼顧「對立均衡的調和」 

排中律的邏輯思考強調採用對立性價值中的某一個，忽略「對立均衡的調和」

與相互性交流的行動架構，因此終將缺乏矛盾、對立間共同演進關係的建構

（Torbert, 1991），而無助於學校的革新（Smith, 1982; Wilber, 1986）。但在系統性

的思維裡，目前的混沌與不穩定性，是被可預期的模式與轉型過程的潛能所掌控

（Senge, 1990; Wheatley, 1992）。在此意義之下，組織的改變與穩定兩股衝突的力

量，未必帶來解構的結果，反而會在另一層次的體系與結構，新組織的多樣典範

被允許出現。在時間過程中，當一切的轉型被制度化時，所有的改變行為也被尋

求、被接受且包含進去了（黃乃熒，民 89）。 

學校組織的領導者運用非同一性思維模式的過程，具有其批判性與建構性的

意義，因為經由「個人思維模式的反省」，將使其重新檢視組織應有的目標、規

範、結構、價值觀、理想與行動，而這一切都是學校組織文化必須具備的一部份。

Hart（1993）與 Farson（1996）便認為混亂、衝突與不確定性，都是組織革新過

程中自然發生的現象。當組織革新是一個可預期的成果時，非同一性思維模式的

過程有助組織理解：當冀望改變與穩定的力量同時在學校組織中互相抵觸時，它

能讓領導者事先準備如何面對那些可預期且無從避免的混亂、衝突、不確定性、

對立與矛盾。 

 

結    語 
 

二十一世紀多元化的學校組織，需要英勇的、大膽的及創新的領導者，以期

成功地帶領學校面對新科技的挑戰，並與資訊開發和全球化經濟的動態變化相結

合（Cox & Liesse, 1996; Taylor & Wacker, 1997）。領導者必須協調多元性的角色，

例如教學的帶領者、行動研究者、團體聯絡者、改革的代理人及學生們的支持者

等，也需要建立創新的組織文化。因此，領導者唯獨藉由自我主體性的反思，才

能防止主體限制客體的多元性，並防止主體把自我和客體隔絕開來。非同一性思

維模式的辯證性歷程說明認識過程的雙重行為方式：一是內在的方式，就是完全

辯證的內在認識過程；二是走出辯證法的、自由的、無拘束的認識方式。因此，

如何幫助領導者處理學校組織日漸增多的弔詭領導情形，是教育行政範疇勢必得

思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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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學校組織領導人員的各種培訓方案必須徹底地改變，才有可能培育出

抱持多元性觀點的領導者。其次，必須歸納出一套學校組織領導人員的計畫，其

焦點在於幫助異質化的領導者，得到身為組織轉型的領導者所需要具備的規範、

價值觀與行為方式，以在組織中繼續參與。第三，組織轉型的領導者更好被安排

在一個已經準備開始進行革新過程的學校體系。最後，所有學校組織體系的成員

必須合作發展學校組織領導人員的培訓方案，以支持學校組織弔詭領導所需要的

創新者，進而成為學校組織轉型的領導者。 

如此一來，充滿對立性、弔詭性、不確定性、非同一性的學校組織模式，不

僅可能存在，同時也是在學校組織革新過程中應該接受的階段。領導者對此階段

未必得全然排斥，坦然面對非一致性的組織文化，進而由「分裂式的創造」行動

中，更進一步超越分裂中二擇一的領導做為；因為在學校組織的弔詭領導中，領

導者的非同一性思維模式關於對立與矛盾雙方的思考，已經不再是 either / or的排

斥性領導關係模式，卻超越成為 both / and的含括性領導關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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